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
—以留学生为中心的考察

易棉阳
（湖南工业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构建中国经济学不仅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界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而且可以追溯到民国

时期“海归”经济学家的积极探索。文章通过解读民国时期留学生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中的学术贡

献，试图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学构建提供历史借鉴。研究发现：（1）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们提出并践履了

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三步走”路径，即先翻译外国经济学著作，然后推进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国

化，最后提出中国经济学说。（2）在“三步走”路径中，翻译是基础，留学生们大量译介外国经济学论

著，打开了国人了解现代经济学的大门；中国化是中介目标，留学生们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

济问题，结合中国经济实际编撰中国版经济学教材，有力地推进了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国化；创

建中国经济学是最终目标，留学生们从“国家经济学”和“世界主义经济学”两个方面进行构建中国

经济学的探索。（3）总体而言，留学生们在第一步和第二步上的成绩可圈可点，但在第三步上，受限

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终究未能功成。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正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要完成这份时代赋予的答卷，经济学家有必要全面检视民国时期留学生们在构建中国

经济学上的努力，努力提高理论自觉性，积极探索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各种条件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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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下中国

经济学界需要完成的时代答卷。经过学界的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已

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譬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应该探索一条什么样的路径？如何从研究和教学两个层面推进经济学的中国化？如何处理好

理论与实践、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如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和中

国风格？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其实早在民国时期，

一批留学海外的归国经济学家曾致力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他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也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因此，回过头去检视民国经济学家的探索实践，对今

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有裨益。

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家李权时把“中国经济学”称之为“国货”，“外国经济学”称之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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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他认为，中国经济学家要有“制造国货”的抱负。实现这个抱负，须分三步走，即“提倡国货

的最初步是在乎仿造洋货，所以提倡国货教科书的最初步是在于翻译外国教科书。进一步则为

自己监制或自己编述。再进一步则为自己能够精制以与洋货逐鹿于世界市场，或自己卓立一家

以与世界学术界并驾齐驱”。①在李权时看来，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要翻译外

国经济学论著；然后是自己动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撰写经济学著作和教材，实现经济学研究和

教学的中国化；最后才能提出与外国经济学说并驾齐驱的中国经济学说。民国时期，一批从海外

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在上述三个方面筚路蓝缕，孜孜以求。对于留学生们的学术成就，孙大权

（2006）、李翠莲（2009）、邹进文（2016）、程霖等（2018）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邹进文（2016）指出：

“中国近代留学生怀抱救国救民之志求学西方，他们既理解中国又了解西方，运用西方经济理论

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试图创建‘中国经济学’，他们是经济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先驱。”那么，

民国留学生们在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上进行了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绩？又为当下构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提供哪些有益的借鉴？学术界迄今尚无专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以

“三步走”路径为主线，通过分析留学生们所发表的代表性文献，概括出民国留学生们在构建中

国经济学上的三大贡献：翻译外国经济学论著，开启了中国人认识现代经济学的大门；推动经济

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国化，使现代经济学在中国落地生根；从“国家经济学”和“世界主义经济学”

两个层面创建中国经济学，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最后，我们还对留学生们

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上留下的教训进行剖析，以启迪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1）按照“先翻译外国经济学论著，后推进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国化，

再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三步走”路径，对民国时期留学生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上的贡献进行了

全景式阐述。（2）根据留学生们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论述，把中国经济学区分为具有“国家经济学”

特性的中国经济学和具有“世界主义经济学”特性的中国经济学，并以此为标准，进一步检视了

民国时期留学生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上的成就及其影响。（3）总结了民国时期留学生们在构建

中国经济学上的教训，为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若干启迪。

二、翻译外国经济学论著：广涉诸家学说

1776 年，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产生。自此以后的 100 多年间，经

过萨伊、李嘉图、西斯蒙第、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拉姆塞、琼斯、马歇尔等数代经济学家的努

力，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一个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学科体系。西方经济学蒸蒸日上之际，正是

中国闭关锁国之时。闭关锁国使国人对西方经济理论茫然不知。鸦片战争之前，仅有个别传教

士在中国零星地介绍西方经济理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风气大开，一批学者和传教

士致力于翻译外国经济学著作。但是，整个清末时期，翻译成中文的外国经济学论著很少。据胡

寄窗估计，总共不过 20 部。进入民国以后，留学生数量激增，学习经济学的人也随之增多。据南

伊利诺伊大学特雷斯考特（2007）的统计，中国近代约有 1 600 多名留学生学习经济学，获博士学

位者多达 355 人。马寅初、何廉、方显廷、刘大钧是其中的佼佼者，被称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

这些留学生在海外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教育，既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通晓外国语言，在

翻译外国经济学论著上具有优势，成为翻译外国经济学论著的主力军。在留学生们的推动下，民

国时期的经济学译著急剧增加，1919−1949 年共翻译出版了 562 部经济学论著，其中 1927−

1936 年翻译出版了 344 部（胡寄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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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李权时：《经济学原理》（自序），上海民智出版社 1929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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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们对外国经济论著的翻译工作，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从所涉及的学派来看，兼

及百家，但以英法主流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自斯密之后的 100 多

年间，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居于主流经济学地位，其体系完整、理论精深、逻辑严密、方法

先进，主流经济学名著是从事经济学研究之人的必读文献。在留学生们的努力下，主流经济学经

典名著逐渐被翻译出版。1928−1929 年，王亚南相继翻译了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

论》、穆勒的《经济学原理》；1931 年，王亚南和郭大力共同翻译了《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①

刘君穆于 1932 年了翻译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郑学稼于 1934 年翻译了萨伊的《政治经济学

概要》。德国历史学派是 19 世纪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学派关于抵制发达国家自

由经济政策渗透、实行贸易保护的政策主张对德国的崛起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从历史学派论

著中寻求德国崛起的经验，一些留学生（特别是留德学生）致力于翻译历史学派著作。1925 年，王

开化翻译出版了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刘秉麟也于同年翻译了《李斯特经

济学说与传记》；1936 年，郑学稼和季子分别翻译了罗雪尔的《经济学历史方法论》和桑巴特的

《现代资本主义》。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出于信念和革命双重因素的驱动，一批留学苏联和日本

的学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著的翻译，影响最大的是郭大力和王亚南积十年之功翻译的

三卷本《资本论》。《资本论》中译本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著的翻译和出版

工作。1931 年，李达和季陶达分别翻译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拉比土司的

《政治经济学》；1933 年，何思敬和潘怀素分别翻译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布哈林

的《转型期经济学》；1937 年，张仲实翻译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

第二，从所涉及的领域来看，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均有所涉及，但以应用经济学为主。

留学生们对理论经济学著作的翻译集中在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克思、恩格斯、李斯特、马歇尔

等 大 师 的 著 作 ， 对 其 他 学 者 的 理 论 著 作 则 关 注 较 少 。 对 经 济 学 方 法 论 著 作 的 翻 译 肇 始 于

1913 年，但整个民国时期，所翻译的方法论著作不过 10 部。而且，留学生们所翻译的著作集中在

应用经济学领域，尤以各国国民经济发展、金融制度、银行经营、财政税收、统计、会计、农业经

济、工业经济、商业经济为主。这种状况是由民国时期经济学家的“经世致用”价值取向决定的。

民国经济学界普遍存在重“问题”、轻“主义”的思想倾向。譬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马寅初认为：

“现在中国所需的，是使国民明了国内经济的情形与当前经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高深的理论。

我们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之中国，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②民国经济学界这种“经世

致用”的价值取向，适应了当时的需要。但是，理论和方法决定着研究的深度和创新度，由于民国

经济学界在理论著作的翻译上用力不多，没有紧跟国外步伐，这就导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大多

停留在问题的一般阐述层面上，而有理论创见者不多，也就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创建。

三、推动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中国化：外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一）经济学研究中国化的探索

耶鲁大学博士何廉指出：“中国之经济研究，非仅明了经济学原理及国外之经济组织之制

度……，贵在能洞澈本国之经济历史，考察本国之经济实况，融会贯通，互相比较，以为发展学术，

改进事业之基础。能如是斯可谓之中国化的经济研究。”③因此，运用外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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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大力先后求学于厦门大学和大夏大学，没有出国留学经历。

② 引自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 9 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3 页。

③ 引自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经济研究周刊》（发刊词），193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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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历史，考察中国经济现状，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当时，留学生们试图从两个方面推进经

济学研究的中国化。

1. 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探寻问题的本质，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是留学生们

探索经济学研究中国化的第一大贡献。留学生们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把中国经济问题作

为博士论文选题，从而产生了经济学研究中国化的第一批重要成果。据不完全统计，留学生们的

博士论文有 166 篇以中国经济问题为选题，所涉及的主题如表 1 所示。
 

表 1    近代时期中国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选题统计表

中国货币

金融问题

中国财政

税收问题

中国农业

经济问题

中国对外

贸易问题

中国工业与

企业问题

国民经济与中

外经济关系

中国合作运动与

合作社问题

中国交通运输

经济问题

中国区域经济

发展问题

中国人口

经济问题

46 31 22 14 12 10 8 7 4 2

　　资料来源：根据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第 63−64 页、第 67−68 页、第 97−98 页、第

100−103 页、第 109−113 页、第 163−165 页、第 170−172 页中表统计。
 
 

留学生们的博士论文选题与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程度呈正相关性。民国时期，中国需要解

决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币制整理、金融发展、财政制度构建、税收特别是关税自主制度构建、农村

发展等。留学生们对这些问题倾注了极大的学术热情，研究中国货币金融、财政、关税和农业经

济的博士论文总共 99 篇，占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论文总数的 59.6%。近代以降，中国逐渐沦落为世

界市场的附庸，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留学生们对此也极为关注，撰写了 14 篇有关中国对外贸易问

题的文章，占论文数的 8.4%。中国于 20 世纪初兴起了兴办实业的高潮，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和企

业管理问题也成为留学生们的关注热点，产生了 12 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的 7.2%。留学生们还很

关心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外经济交往情况，撰写了 10 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的 6.1%。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中国的合作运动勃兴，合作社被视为是拯救农村的良方，留学生们对中国

的信用、农业、工业合作开展了深入研究，撰写了 8 篇论文。近代中国的铁路史是一部列强对华

经济侵略史，收回铁路利权、实现对铁路的自主经营管理成为近代中国人的一个梦想，留学生们

就中国的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撰写了 7 篇博士论文。留学生们对区域经济的关注聚焦于满

洲、新疆、汉口这三个地方，其中，研究满洲经济的有 2 篇论文，揭露日本对满洲经济的侵略本性，

足见留学生们的爱国之情。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 2 篇博士论文以中国人口问题为

研究对象。

尽管留学生们的博士论文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问题，也提出了不少卓见，但受他们的政

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限制，其见解难以为政府所用。留学生们归国以后，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

时，不遗余力地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经济政策，把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推向一个新的高

度。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中国经济学社。该社由归国留学生于 1923 年发起成立，其宗旨是：

提倡经济学之精深研究、讨论现代经济问题、编译各种经济书籍、赞助中国经济界之发展与改

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经济学社的骨干社员如马寅初、刘大钧、何廉、贾士毅、吴鼎昌等相

继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国民政府要员如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邵元冲等人也相继加入中国经济

学社（邹进文，2016）。经济学社在留学生与政府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梁，留学生们

对国民政府的经济决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应当首推 20 世纪 30 年代统制经济政策

的确立。马寅初于 1931 年指出，“极端资本主义”和“极端共产主义”都不适用于中国，中国要

“采行第三条途径，即一面作有计划之生产，一面保留私有制度”。①马寅初的“第三条途径”就是

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或者说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计划。刘大钧在 193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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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的中国经济学社第九届年会上指出：“我国处于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一面受世界经济衰败之

影响，一面又当国难临头，其经济政策应行国家化，固无疑义。”①经济学家的统制经济主张甚合

国民政府之意，1933 年 9 月，宋子文利用出席世界经济大会之机赴美国考察经济政策，归国后，

宋子文极力主张推行统制经济政策。1934 年 8 月，中国经济学社第十一届年会在长沙举行，会议

主题即为“中国施行统制经济政策之商榷”，与会经济学家围绕实行统制经济的必要性、统制经

济的内涵与外延、由谁来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范围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935 年 12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

案》，决定在全国实施统制经济政策。就这样，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统制经济主张变成了国家经济

政策。

2. 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研究方法诠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创造性地实现中国传统经

济思想向现代经济学科体系的转换，以西方人能接受的表达方式展示中国古代经济文明的独特

魅力，推介中国经济史上的成功经济实践。自周朝以后，中国经济思想异彩纷呈，是世界经济文

明中的一块瑰宝。有些留学生深入发掘中国经济思想文化，撰写了 9 篇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的博士论文，向全世界传播中国经济文明。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首推哥伦比亚大学陈焕章博

士。他撰写的《孔门理财学》，就“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识”。②在这本书里，陈焕章

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阐释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等方面的思想。

《孔门理财学》的核心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一是运用西方经济学消费理论分析孔门的欲望

论、幸福论和奢俭论。陈焕章指出，孔门的礼教包含了欲望论，“礼之功用划分为两要点：其一，满

足人之欲望；其二，控制人的欲望，此二者为礼之主要方面”。③陈焕章认为，孔子的幸福论不是建

立在财富多寡之上而是建立在自我满足感之上，富人和穷人只要“满足于他自己已得之份额”，

就都可获得快乐。陈焕章还认为，孔子的消费观既不求奢也不尚俭，是“介于奢俭之间的中庸之

道”。④二是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分析孔门的生产要素论、产业发展论。陈焕章认为，《大

学》所言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包含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

要素，这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论如出一辙。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土地适合于农业，所以历代

总是把农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尽管“孔子认为农业最为重要，但他并不认为人人均应务农，也

不认为在农业以外，不存在任何生产性的劳动”，陈焕章认为孔子很重视工业，“来百工则财用

足”，即“工业比农业能在更大程度上、更易于生产财富”，正因为如此，“孔子在治理天下国家事

的九项原则中没有提到农业。商业仅仅增加既有财富的效用，而工业则制造新的财富。因此，孔

子只将制造充裕财富的力量归于工业，这段阐述清楚地显示了孔子认为工业比农业、商业均更

具重要性”。⑤三是运用西方财政学理论阐释孔门的公共开支论和赋税原则论。古代中国没有财

政预算制度，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没有财政制度，孔教徒从长期的实践中提出了“量入为出的原

则”，“该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财政，也适用于私人财政”。⑥夏商周三代的赋税制度内涵各异，夏

朝的赋税制度被称之为“贡”，因为夏朝的民众自愿向政府缴纳赋税以作为礼物，故而赋税制度

被称为“贡”；商朝的赋税制度被称之为“助”，民众认为纳税是为了帮助政府，政府对民众是一种

依赖关系；周朝的赋税制度被称之为“彻”，意即抽取，政府对土地进行全面估价，强制向民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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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孔子出于对民众利益的关注，他认为要按照“助”的原则确立赋税制度，“政府向民众征税，

没有固定的征税数量要求，民众向政府纳税，则根据其每年的情形而定，这与每年重新制定预算

的现代预算制度有着同样的原则，简言之，‘助’之赋税制度符合支付能力课税理论”。①

《孔门理财学》是“中国人第一次以西方语言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古代儒学思想的重要著

作”，该书被日本学者称之为是“东方经济学”的开端（小野进，2010）。该书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国

际上的广泛关注。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罗斯（Ross，1912）认为《孔门理财学》是“西方学术训练与儒

家学术的完美结合，……将打开西方人的眼界使其注意到中国思想以及中国人丰富经验的价值

所在”。②《孔门理财学》还对美国罗斯福新政产生了直接影响，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平

粜”制 度 ， 1933 年 华 勒 斯 （ 时 任 美 国 农 业 部 长 ） 按 照 中 国 的“平 粜”制 度 思 想 制 订 并 颁 布 了

《农业调节法案》，这一法案“是罗斯福实施新政的主要措施，也就是‘平粜法’这个中国制度在美

国具体化的一个案例”。③这是中国传统经济文明对世界经济的一大突出贡献。

（二）经济学教学中国化的探索

1. 把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成果融入到经济学教材之中，编撰体现中国实际的经济学教材，

是归国留学生在探索经济学教学中国化上的一大贡献。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勃兴，

但各大学缺乏自编的经济学教材，于是，不得不原版引进欧美大学经济学教材，但外文教材的

“内容几乎完全是西方国家的状况，特别是美国状况的材料”，一些授课的教授“能够胜任讲演美

国的都市财政，然而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对于中国的一个县政府的财政略知一二”，这就导致“通

过课堂讲授传播给学生的知识总是与一个外国普遍状况有关，很少涉及中国的现实生活”，学习

外国教材的中国大学毕业生“看不懂中文报刊的金融版面，因为他对所引用的商业社会的专门

术语不熟悉”。④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京、津、沪等地的归国留学生联合起来，编撰以中国经济素材为基础的

经济学教材，“将中国的材料与学科内容融合在一起并且利用本国的素材来解释所学的原理，这

样来使我们的教学‘中国化’”，而且要努力使“每门课程都‘中国化’，以适应中国经济生活和经济

组织的实际情况”。⑤何廉领导下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在编撰“中国化”经济学教材上成绩显著。

民国初年，大学经济系的财政学课程使用的教材是美国经济学家卢茨（Lutz）编著的《财政学》，教

学参考资料是塞利格曼（Seligman）的《租税文集》，这两本书探讨和描述的都是美国的财政状况，

没有涉及中国的财政状况。何廉在讲授财政学课程时，广泛地搜集中国财政素材作为教学资料，

把西方财政理论与中国财政实践有机结合于教学之中。比如，在讲授公共支出的职能分配时，何

廉利用各种途径从北洋政府财政总长那里收集到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撰

写了中国支出的职能分配；在讲授公债理论时，何廉发现中国的内债和外债数额是秘而不宣的，

为此，他专门拜访政府主管内外债事务的相关人士，得到了各种没有被利用的统计报告。经过三

年的努力，何廉和李锐合著的《财政学》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教材问世以后，社会反响

很大，到 1947 年共出版了 9 版，“其特点是在内容上包括财政理论、财政制度和财政实务，在研究

方法上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国和西方的比较。阅读以后能给人提供比较广博的财政学方

面的知识。它对于研究中国和欧美的财政制度和思想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⑥王亚南在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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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经济学教材上的贡献也很突出。1940 年，王亚南在中山大学讲授高等经济学，选用李

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作为教材。在教学中，王亚南发现，因李嘉图的理论与中国实

际相隔太远，大多数中国学生无法理解李嘉图经济学说。后来，王亚南尝试把中国实际与李嘉图

学说结合起来，学生的学习兴趣大为提高。受此启发，王亚南决定运用马克思经济学说来解释中

国经济实践，“努力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有利于中国人民阅读，特别

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①这本理论教程就

是饮誉海内外的《中国经济原论》。

2. 把学术研究融入到经济学教学之中，通过“寓研于教”的方式引导更多的青年学生从事中

国经济问题研究，是归国留学生在探索经济学教学中国化上的另一大贡献。民国初年，研究中国

经济问题的话语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而非中国人手中。当时中国国内出版的研究中国经济问

题的著作大多是出自外国学者之手，如莫尔斯（Morse）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卡恩

（Kann）的《中国的货币》、甘布尔（Gamble）的《北京：社会概括》、托尼（Tawney）的《中国的土地与

劳动》等。部分留学生归国以后，投身于教育事业，培养了大量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学者。南开

大学在这方面是佼佼者。何廉于 1926 年归国，受聘于南开大学，任商学院和经济学院院长。在校

长张伯苓的支持下，何廉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研究私人机构−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

会（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前身），他自费从美国购买了加法机、计算机，以及制表、作图的仪器，把自

己的住宅开辟为研究委员会成员的工作场地。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研究目的很明确，“是要获

得中国经济的实际知识”。在这种使命的驱使下，从 1926 年起，何廉和方显廷（1929 年入职南开

大学）带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师生一共编撰了 18 种指数。1935 年，南开大学把这些指数汇编成

《南开指数》。指数编制工作一直延续到 1952 年，即使在抗战时期也没有中断（易仲芳，2013）。南

开师生所编撰的各种指数，是运用西方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典范，不

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时至今日，仍是我们理解民国时期经济生活的重要

史料。

南京国民政府上台以后，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那么，在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开展工

业建设？经济学界必须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留学归国的经济学家们利

用所学的理论及其在欧美的广泛见闻，积极开展中国工业化问题研究。南开大学于 1929 年拟订

了一个研究中国工业的计划。在何廉和方显廷的带领下，南开师生对棉纺、缫丝、地毯、针织、面

粉、制鞋等工业部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农村问题非常突出，南开师生“把

实际考察的重点转移到乡村经济情况”，研究对象“涉及华北地区的农业经济（特别是土地所有

权、农业信贷与市场以及合作事业）、乡村工业以及地方行政与财政”。②南开师生的研究选题与

现实经济问题紧紧相扣，凸显了当时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热情与责任心。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以这种“寓研于教”的方式，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者，代表性人物有陶大镛、宋则行、陈

振汉、宋承先、赵靖、聂宝璋、姚念庆、李锐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的经济学学术中坚，为新

中国的经济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清末民初，国内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人很少，至于能娴熟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

问题的人则更是凤毛麟角。但是，这种状况因留学生们的努力而有所改变。留学生们运用现代

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根据中国经济实际编撰中国版经济学教材，开启了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

国化的大门，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由于“国内形势一片混乱以及财政的困难，还有经济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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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都使教授们特别不能把时间花在研究上，这些都有碍中国个人取得成果”（何廉，2012）。

财政困难，使学校和研究所难以为教授们提供基本的研究条件。何廉就职于南开后，不得不自费

购买计算机、作图仪器。教授们收入微薄，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奔波，难以集中精力对中国经济

问题和教学问题开展深入的钻研。①经济学教学的中国化，集中在少数名校和少数名师上，大多

数的高校和经济学教师都只是有心而无能，因此真正能体现中国实际的经济学课程少之又少。

四、创建中国经济学：特殊性与普适性并举

（一）什么是中国经济学

其实，留学生们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解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

经济学是中国人站在自身立场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经济学必须同时满

足三个条件：一是研究者是中国人，二是研究立场是中国人立场，三是研究内容是中国经济问

题。1933 年，陈豹隐提出，经济学家要以“中国人的资格”，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研究中国经

济学说与外国经济说之间的区别和关联”。②20 世纪 40 年代，王亚南对“中国经济学”的内涵进

行了阐述，他也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中国人从事这种研究

的出发点和要求，是与欧美大部分经济学者乃至日本经济学者不同的，他们依据各自社会实况

与要求，所得出的结论，或者所矫造的结论，不但不能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经济上，甚至是妨碍我们

理解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之特质的障碍”。③第二种理解是，中国经济学是中国人创造的经济

学。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经济学只须满足一个条件，即研究者是中国人，对研究立场和研究内容

并不加以特别强调。李权时所理解的中国经济学，就是由中国人所创建的卓立于世界学术界的

一家之言。方显廷（1947）也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在理论上自成体系”的经济学。

李斯特（1983）曾把经济学划分为“私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其中，“社会经济学”又包括

“世界主义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学”。李斯特（1983）认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世界主义经

济学”，它研究的是经济的一般现象，不顾及各个国家的特性。“国家经济学”是研究特定国家生

产力发展的经济学，他们所要构建的就是专门研究德国经济发展的“国家经济学”。用李斯特的

标准来审视上述两种观点，不难发现：第一种观点，既强调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原创性也突出民族

性，据此创建的中国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国家经济学”特征；第二种观点，更多地强调理论原创

性，尽管重视中国问题的研究，但对民族性没有进行过多的强调，据此建立的中国经济学，更具

“世界主义经济学”特征。

（二）用什么方法构建中国经济学

19 世纪后期，主流经济学和历史学派曾就经济学研究方法展开了长达 30 多年的争论。争

论的焦点是，经济学到底是从历史中归纳出来还是通过假设演绎得出来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

经济学与数学一样，是一门逻辑严密的科学，只能以假设为基础，通过以模型分析为特征的纯粹

演绎推理来得出结论（熊彼特，1992）。历史学派则将历史归纳法视为经济学的唯一研究方法，而

认为演绎经济学是脱离实际的空洞议论（高德步，1998）。在历史学派看来，经济史是经济理论的

根源；但在主流经济学家眼中，经济史只是实证经济理论的材料。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综合使用

归纳法和演绎法。他既从英国历史和现实中归纳出一般经济学结论，又把一般结论放到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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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李权时为了生计，同时兼任多所大学教授，每周奔波于沪宁之间。他发表了数百篇论文，但精品很少，大多为粗制滥造的应景之作。

李权时是著名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尚且如此，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总体经济学研究水平并不高。

② 引自陈豹隐：《经济学讲话》（上），北平好望书店 1933 年版，第 231 页。

③ 引自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411−4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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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接受验证。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

况的结果”。①

创建中国经济学，需要运用什么方法呢？这取决于留学生们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解。如果要

创建具有“国家经济学”特性的中国经济学，那么，在方法论上必须以历史归纳法为主；如果要创

建具有“世界主义经济学”特性的中国经济学，那么，在方法论上必须以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演绎

法为主。民国经济学界对于使用何种方法创建中国经济学也深受当时主流经济学和历史学派的

影响。一些留学生主张从中国经济历史和现状中归纳出中国经济学。王亚南认为，经济史是经

济学的“根”，中国经济学“最先就得从一般经济史学中体验出来”，只有具备了历史体验，“才不

致把中国经济看成完全可以由自己的意向去矫造，去化装的东西”。只有搞清楚“中国社会经济

史实与史的发展法则”，才能说明“中国经济上许多想不到或者想不透的事象”。②在留学生中，

有一部分人则擅长主流经济学的演绎法，马寅初和李权时是运用演绎法研究经济学的代表人

物，“此派常以经济学之原理与原则，以解析我国之经济现象”。③事实上，擅长演绎法的人远不止

马寅初和李权时，张培刚、林霖、刘大中、刘大钧都是杰出代表。有志于创建中国经济学的留学

生，运用自己擅长的方法，孜孜以求，在创建中国经济学道路上筚路蓝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中国经济学的代表性成果

1. 具有“国家经济学”特征的中国经济学的代表性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和张

闻天在这方面的成绩颇具代表性。

王亚南是留学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认为，经济学理论具有一般性，但各国的

经济实践具有特殊性，当运用一般性经济理论分析一国的特殊经济实践时，体现一国特殊性的

国家经济学就产生了。他曾说道：“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

对于任何国家，却都不是一样。我是在这个前提认识下，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称的。”④基于

这种认识，王亚南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地租、工资、利息、利润的一般理论，

分析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最终成书《中国经济原论》（以下简称《原论》）。《原论》最突

出的理论创新在于，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特殊性。譬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资本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因此《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运动，是以产业资本为核心的资本运

动。但在近代中国，产业资本发育不充分，商业资本是主要形态。《原论》所研究的资本运动是以

商业资本为核心的资本运动，带有浓厚的前资本主义性质。由于中国社会的资本形态不同于欧

美资本主义国家，《原论》所揭示的商品、货币、资本、利息、利润、工资、地租的形态与《资本论》所

揭示的形态有显著区别。正因为《原论》一书体现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王亚南认为，“《中国经

济原论》一书，像很够资格题称为‘中国经济学’，但毕竟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觉得仍不妨避名就

实的用《中国经济原论》这个词语来代替‘学’好。”⑤从这里可以看出，王亚南原意是把《中国经济

原论》命名为《中国经济学》，为慎重起见才没有取“中国经济学”之名。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原

论》的评价甚高，胡寄窗（1984）认为《中国经济原论》“大概……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

’的初步尝试”。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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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引自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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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结合近代中国国情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由三大部分组成，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改造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

态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过渡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是核心部分（苏少之和赵德馨，1994）。留学苏联的张闻天对新民主主

义经济形态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后期，东北地区的经济构成具有典型的新民

主主义经济特征，张闻天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深入研究东北经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最

具代表性的是 1948 年写成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在这篇文章中，

张闻天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

商品经济五种经济形态构成，并指出了五种经济形态的地位、性质和发展方向（张闻天，1995）。

张闻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被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吸收，经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充分讨

论，用“个体经济”取代“小商品经济”，最终形成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形态理论，并写入《共同纲

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加上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

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①新

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对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历程

中的新贡献”。②

2. 具有“世界主义经济学”特征的中国经济学的代表性成果。20 世纪上半叶，国际经济学界

异常活跃，各种理论“争奇斗艳”，在这个过程中，熟谙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留学生们主动融入

这一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大潮中，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民国时期留学生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应当首推张培刚、方显廷等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20 世纪 40 年代之后，欧美经济学家才开始关注落后农业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而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中国就有学者致力于农业国家工业化问题的研究。“1928 年北伐成功之

后，中国进入到国家重建的新阶段，并且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工农业发展方面。学术讨论围绕着

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始工业化的问题”，何廉、方显廷等归国留学生率先在南开大学组建专门

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学术团队，“以天津地区为专门考察对象，研究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③

方显廷于 20 世纪 30 年代撰写了数十种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论著，主要有《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

影响》《China’s Industrialization:A Statistical Survey》《中国之棉纺织工业》《中国工业资本问

题》《天津地毯工业》等。方显廷关于中国工业化的研究得到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高度认可，美国

经济学家特雷斯科特（2002）把方显廷视为“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的发展经济学家”。④20 世纪

40 年代，以张培刚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经济学家致力于工业化的研究，他们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做出了卓越贡献。张培刚于 1945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农业与工业

化》，该文通过发掘中、美、英、德、法、日、苏等国文献资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张伯伦的垄

断竞争理论、哈伯勒的投入产出理论、里昂惕夫的工业化理论，对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工业化对

农业生产的影响、工业化对农场劳动的影响、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工业国与农业国

之间的贸易、中国的工业化等做了深入研究。该文提出了诸多创新性观点，如对“工业化”的定

义。刘易斯、钱纳里、库茨涅茨等人把工业看作是农业的替代产业，把工业化简单地看作是工业

产值比重和就业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农业产值比重和就业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换言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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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3 页。

② 引自苏少之、赵德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论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③ 引自何廉：《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9、66 页。

④ 引自 Trescott P B: H.D. Fong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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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个国家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就业人口占据了优势，这个国家就实现了工业化。张培刚认为这

个定义不符合实际。他提出，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

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

而遍及整个社会”；他还指出，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

机械化和现代化”。这个全新的定义，“能够防止和克服那些惯常把‘工业化’理解为只是单纯地

发展制造工业，而不顾及甚至牺牲农业的观点和做法的片面性”。①这篇文章曾获得过哈佛大学

威尔士论文奖，迄今仍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经典文献。2009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迈克尔•费

希尔在致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先生的信中说：“哈佛大学出版社很荣幸于 1949 年在《哈佛

经济研究》系列丛书中出版了此著作。张教授的著作是该系列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此

书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表如此具有深远与持久影响力著作的机会

屈指可数。”②

另外，一些留学生对某个专题的研究，因具有原创性而发展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如俄亥俄州

立大学林霖博士，1937 年 3 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提出并论证了定

期存款是货币的观点。这个观点被世界经济学界所接受，成为现代货币金融学的一个重要理论

观点（Lin，1937）。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刘大中博士，在计量经济学领域颇有建树，他是唯一一个

被《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的华裔经济学家。该辞典认为，刘大中所提出的“识别不

足和结构估计”方法，“对现代宏观经济模型化的批判具有广泛的影响，并促使以只包括若干主

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当简单的自回归系统，代替大规模的模型”。③

胡寄窗先生（1984）认为，留学生们的研究“对西洋经济学界来说都是以往未有的新课题……，

对于国内而言，即使还不是家喻户晓的常识，至少总不是理论上的创见，不值得纳入中国经济思

想的史的论述之中”。④这个评价恐怕有失偏颇。首先，留学生们研究的币制整理、外汇市场、关

税制度、农业合作、中国经济文明等主题，并非家喻户晓的常识。其次，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世界

经济学发展洪流中，中国经济学家并非舞台下的观众，而是舞台上的演员，有些还是“一线演

员”。中国经济学家在某些领域所做的开拓性研究，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当然，

在众多留学生中，像张培刚等人一样致力于理论创新的毕竟是极少数。因此，对于留学生们在创

建中国经济学上的成绩，不应低估，也不可高看。

五、结论与启示

民国时期，留学生们提出并践履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三步走”路径。第一步是基础，第二

步是中介目标，第三步是终极目标。在强烈的理论自觉驱使下，留学生们较为出色地完成了第一

步和第二步目标；但在第三步上，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受制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局呢？第一，当时并不具备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实践条件。经济学是以实践为

基础的科学，没有成功的经济实践，不可能产生成功的经济学。正如王亚南（2014）所指出的：

“（政治经济学）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为探究对象，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国家……，

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⑤由于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据麦迪森的估算，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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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5、4 页。

② 引自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一、二届张培刚奖颁奖典礼暨学术论坛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55 页。

③ 引自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3 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6 页。

④ 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20−421 页。

⑤ 引自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386 页。

•  14  •



1949 年世界 GDP 增长了 45.4%，但中国 GDP 却减少了 11.6%，中国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由

10.3% 下降到 6.25%（赵德馨，2003），因此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具有“国家经济学”特性的中国经济

学，难以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第二，没有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研究团队。世界经济思想史

表明，靠单个人的力量，难以形成一个学派，只有团队力量才能形成学派。中国经济学家最早研

究发展经济学，但这种研究是小作坊式的研究，没有形成强大的研究团队，最终未能形成中国的

“发展经济学学派”，这就制约了具有“世界主义经济学”特性的中国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第

三，留学生自身存在诸多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分强调应用经济学研究，而忽视

理论研究，导致所创建的中国经济学普遍缺乏理论深度，只能算是经济学研究中国化的成果；二

是过分关注现实，没有下大力气深挖中国经济历史及蕴含在其中的经济文明，对中国经济运行

的独特规律认识不深，导致所创建的中国经济学普遍缺乏历史厚度，对中国经济实践的指导作

用不强；三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学风欠严谨，理想谈得多，口号喊了不少，但在研究过程中，用功并

不勤。譬如，李权时是民国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他胸怀创立“卓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经济学”

的抱负，但他自己的研究并不严谨，其所著的《财政学》，自称到了“第三期”（即卓立于世界的地

步），但实际上，他的著作只是一些外国理论与中国实际的拼凑，并无很多创见。

民国时期留学生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上的努力，为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提供了如下启迪：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底色。“中国故事”讲得越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

越有价值。讲透“中国故事”，必须立足于现实，但又不能止步于现实，还应深入挖掘现实的历史

“根性”。只有深刻地把握了历史与现实的内在逻辑关系，才能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

行规律，才能充分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形成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目前，主要是部

分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在承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而从事应用经

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学研究的学者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导致难以形成一个学派。因此，

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打破目前的狭隘格局，通过大整合形成联合攻关的大格局。第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上的新

的里程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停驻于运用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层

面，而必须上升到从中国实践中抽象出一般化、规律化、系统化理论学说的层面。当然，形成一种

新的理论，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几代中国经济学人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增强理论自觉，

沉下心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俯下身段去研究中国经济的运行实践，回

过头去追溯现实经济的历史根脉。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必须加强学风建设，克服急于求成、重数

量而轻质量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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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Econom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With a Focus on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Yi Mian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412008，China)

Summary:  Constructing a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style is

an epochal answer that Chinese economic circles must complete. So，what kind of path should we explore to

construct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ow to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 of econom-

ic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

tice，reality and history？How to mak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ruly embod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style？The solution of these problems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early a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a

group of returned economists who had studied abroad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

nomics. They also encountered problems similar to today’s and made useful explorations. Therefore，a review

of the exploratory practice of the economist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of great benefi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day.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induction，this paper first makes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main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returned economist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and con-

cludes the exploration and contribution of returned economis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The

article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1）Translating foreign economic works opens the door for Chinese

people to understand modern economics；（2）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econom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makes modern economics take root in China；（3）Establishing Chinese economics from the two levels of “na-

tional economics” and “cosmopolitan economics”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even world economics.

（下转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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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uperpower stage. The reason why it can eliminate the American School and the American Institutional
School is that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3）The Chinese
econom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it should start the accumulation of relevant theoretical materials and
the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needs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untry.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1）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s
since 1815 is sorted out and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thoughts and
economic reality is explained，which provides a relatively complete pictur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mainstream economic thoughts.（2）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great
powers，the sources of competitiveness of 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and the defects of the Comparat-
ive Advantage Theory，we argu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theory can draw lessons from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s and their evolution process，and perfect its own theoretical system and content
construction.

Key words: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s； the American School； Neoclassical Economics； Chinese

economics （责任编辑  景　行）

 

（上接第 16 页）

The conclusions drawn in this paper provide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Firstly，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economic

constru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especi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is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ore thoroughly “China Story” is told，the

more valuabl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Secondly，to construct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e need to form a “Chinese School” of economics. Thirdly，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not stop at the level of explaining Chinese practice

with the economic theory，but must rise to the level of abstracting the theory of generalization，regular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from Chinese practice.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1）According to the “three-step” path，that is，trans-

lating foreign economic work—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economic research and teaching—constructing

Chinese economics，this paper makes a panoramic exposi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2）According to the exposi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by overseas students，Chinese economics is divided into Chinese economics with the char-

acteristic of “national economics” and Chinese economic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smopolitan

economics”. Taking this as the standard，the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s of overseas students on the construc-

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e examined.（3）Summarizing the lessons

of the overseas studen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conomists； overseas students； Chinese economics

（责任编辑  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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